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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数字创新扩散理论视角，以446家中国制造企业为调查对象，对制造企

业数字创新的内在机制及其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绩效影响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数

字创新应聚焦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和服务数字化三个关键环节，其中流程数字化能够促进

产品智能化，产品智能化对服务数字化有积极推动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流程数字化和产品

智能化有利于企业提升创新绩效水平，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和服务数字化均有利于企业财

务绩效提升；同时研究还发现，数字化投入持续性越强，越能增强产品智能化、服务数字化对创

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也能强化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服务数字化对财务绩效的积极促进作

用。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实施的过程机制，细化了当前数字创新与企业

绩效关系的笼统研究，深化和拓展了数字创新扩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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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新时代如何推动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实

现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历史性跨越是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制造企业维持竞争优势创造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随着云计算、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5G和IPv6技术推动万物智能互联时代的到

来，制造企业的创新产生了新的范式——数字创新（Fichman等，2014），它是指企业创新过程和

创新结果广泛应用新兴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及其组合，包括带来业务流程改进、开发新形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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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品、提供新的数字服务、改变商业模式的数字创新行为（刘洋等， 2020）。
尽管业界早已将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活动深度融合，开展数字创新实践。然而诸多实施数

字创新的企业仍存在创新产出和经营绩效并未显著改善的情况，创新领域高额的数字化投资

与短期内的低回报率将挤出企业拥有的创新资源（余菲菲等，2022）。显然，数字创新要取得预

期成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关键环节和过程机制究竟为何？如何通过数

字创新促进企业绩效提升？这些学理性问题值得深入探讨。针对业界高度关注的实践问题，学

界尽管展开了一定的讨论，但仍存在研究缺口。

第一，已有研究缺乏探讨制造企业数字创新的关键环节和过程机制。当前数字创新的研究

多从产品、服务、过程、组织、商业模式等视角探讨（刘洋等，2020；刘志阳等, 2021），但对于中国

情境下制造企业的实践而言数字创新的关键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亟待明确，才能为企业提供针

对性、可操作性的实践指导。由于制造企业与谷歌、阿里等互联网平台、软件服务的天生数字化

企业数字创新的环节和路径存在较大差异，最核心差异在于制造企业离不开生产环节和实体

产品，为用户提供不同形式的产品是其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并逐渐向数字化、服务化转型。因

此，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创新实现价值创造应始终围绕这些关键环节展开，明确数字创新实施的

内在过程机制关乎能否取得成功产生预期效益，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第二，既有文献更多地基于创新扩散理论探讨数字创新采纳（El-Haddadeh，2020），缺少对

数字创新实施和价值创造的研究（Wu和Chen，2014），尤其是对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

究较为笼统（Ramdani等，2022）。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实施过程中对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引进、吸收、融合和迭代的程度和效果，关乎企业价值创造的成效，即

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创新扩散机制在数字创新与传统创新中存在明显差异（何琦等，2022），
除了传统创新扩散的采纳、惯例化、同化的机制，更有数字技术与产品、服务深度融合，大数据

驱动的产品、服务高速迭代的新机制，主要表现为创新主体的平台化、生态化（肖静华等，

2020），创新要素的数字化、智能化（闫俊周等，2021），创新机制的分布式、重组式（刘洋等，

2020），以及大数据驱动的创新范式等。因此，将创新扩散理论拓展到数字创新实施阶段能够丰

富创新扩散理论视角和洞见，推进数字创新理论体系。

第三，数字化投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保证数字创新扩散机制发挥成效的关键影响因素，

既有研究往往只关注企业数字化投入的绝对值“多少”，而忽略了数字化投入的基于时间的变

化值“持续性”的作用。诸多制造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数字化建设而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的一

个关键因素往往是呈现断续、不规律的趋势，部分企业的大数据分析、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等系

统是“一次性”投资事件，后续系统更新迭代缺乏稳定、持续投入，而创新投入的跳跃性对于企

业而言是不利的（Swift，2016）。数字创新是个长期过程，美的等企业的成功案例表明数字技术

吸收和数字创新能力形成既需要资源基础也需要时间保障（肖静华等，2021）。因此，探究数字

化投入持续性在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的情境作用有其必要性。

鉴于此，本文针对上述研究缺口，基于数字创新扩散理论视角，构建了数字创新、数字化投

入持续性、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以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

方法，旨在探究数字创新的过程机制和促进价值创造的实现机理，推进数字创新扩散理论

研究。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创新

数字创新（digital innovation，DI）这一概念较早是由Yoo等学者提出，将其定义为“组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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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与物理部件以生产新产品的过程”（Yoo等，2010），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Hund等，2021；Ramdani等，2022），已成为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Shi等，2023）。数
字创新是区别于传统创新的一种新范式的创新行为，在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创新机制等方面

具有明显差异。一是数字创新深度应用了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刘洋等，2020），即创新的过程

和结果均嵌入了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二是数字创新的过程呈现非线性、递归

性和循环性等特征（Urbinati等，2022），使得用户、供应商和利益相关者能够持续反馈、参与创

新，而传统创新往往是以企业内部为主体

的线性开发过程。三是数字创新出现了新

的协作机制，基于云研发平台的分布式创

新、开放共享的创新机制能够免于地理空

间和时间限制（Urbinati等，2022）。因此，本

文借鉴已有研究，从数字技术、创新过程和

创新结果三个维度界定数字创新的概念内

涵（刘洋等，2020），如图1所示，制造企业数

字创新是指企业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广泛

应用新兴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及其组合，

包括带来业务流程改进、开发新形态智能

产品、提供新的数字服务、改变商业模式的

数字创新行为（Nambisan等，2017）。
（二）数字创新扩散理论视角

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DOI）是由Rogers于1962年在其著作Diffusion of
Innovation中提出，揭示了创新的产生、创新决策和采纳、创新扩散的结果整个过程。创新扩散

本质上是动态的、复杂的，是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演变的过程。学者主要从微观层面开展组织

内的创新扩散研究，并以多阶段分析模型进行创新过程（innovation process）研究。

创新扩散分为创新的采纳（adoption）与实施（implementation）两个基本阶段已成为学界共

识（何琦等, 2022）。其中采纳阶段已有研究相对较多，而关于创新实施阶段的具体、细分的过程

机制，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理论框架，例如从创新扩散理论发展而来的技术接受模型

（Davis, 1989）和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Tornatzky等，1990）等。大多数学者提出创新扩散

实施阶段主要包括惯例化（routinization）、同化（assimilation）等细分阶段（Cataldo等，2018）。其
中惯例化是指为适应创新而调整组织治理体系的程度，并将其纳入常规活动，又称为制度化，

将创新知识形成规范性制度文件，是较为显性的扩散过程。同化是指在惯例化的基础上，创新

在组织中嵌入和扩散程度，主要体现为技术扩散、知识吸收和能力更新等，与惯例化相比是更

为隐性的扩散过程（Ko和Liu，2019）。
近年来，随着数字创新的研究深入，数字创新扩散在传统创新扩散机理的基础上有了新的

内涵和演进，主要体现为“融合”（convergence）和“迭代”（iteration）两个过程机制。首先，融合是

指企业数字技术扩散、吸收之后与产品、服务等深度融合产生新的智能产品和数字服务的过

程。基于数字技术的硬件和软件组合具备数字创新“融合”的重要机制（Bogers等，2022）。数字

创新融合机制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与物理产品的融合，与数字服务的融合，与企业文化的融

合，同时，数字技术本身即可以是某种智能产品或服务。这种“深度融合”的特征超出了传统创

新扩散所能达到的范围（Yoo等，2012）。其次，迭代是指企业在已创造的数字创新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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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制造企业数字创新概念内涵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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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运用海量用户反馈数据进行优化、更新和创造新产品和服务的过程，数字技术和数据要

素的赋能下迭代的速度快、频率高，且能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既包括产品和服务的迭代，也包

括数据和算法本身的迭代。有学者形象地称数字创新高速迭代的机制为“果蝇效应”
（Malhotra和Majchrzak，2022），创新过程中的流程、产品和服务相关的数据不断积累，创新效率

极大地提升。而传统创新过程中数据获得和积累是困难的，迭代过程是难以发生且极为缓慢

的。因此，深度融合和高速迭代的创新扩散机制体现了数字创新的独特性，是企业应用数字技

术实现价值创造的重要机理，本文提出“采纳、惯例化、同化、融合、迭代”的数字创新扩散机制。

（三）数字创新的过程机制

既有研究关注数字创新的过程机制相对较少，大多数以文献综述形式对数字创新过程进

行阶段划分（Urbinati等，2022）。两阶段观点认为数字创新划分为采纳数字技术（adopting
digital technologies）和应用数字技术（levera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两个过程（Urbinati等，

2022）。三阶段观点提出将数字创新的过程分为数字创新启动、数字创新开发、数字创新应用

（刘洋等, 2020）。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将数字创新过程归纳为“关注（intention）—采纳（adoption）—
实施（implementation）—利用（usage）”四个阶段（Ramdani等，2022）。这些学者所提出的数字创

新过程阶段划分主要基于已有文献进行综述性归纳分析，而缺少对应的实证研究，对于中国制

造企业而言缺少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制造企业不同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等天生数字化（born-digitization）企业，数字创新具有其

独特性。首先，大多数制造企业数字化基础薄弱、数字化程度较低，信息系统集成和数字技术应

用能力相对较弱。其次，制造企业更关心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本身，为用户提供产品是其价值

创造的主要来源，相对而言服务化程度较低，服务化与数字化融合是未来发展重要方向。以智

能家居产业为例，龙头企业众多，既有美的、格力等传统制造企业，也有小米、华为等ICT企业

的“跨界者”，还有阿里巴巴等平台型企业。美的、格力作为制造企业的代表，其数字创新始终围

绕流程、产品和服务等价值链环节。因此，制造企业应聚焦“流程、产品和服务”三个关键环节实

施数字创新。

制造企业数字创新过程的机理应遵循数字技术创新扩散的机制，即从“过程”到“结果”持
续深入。其中，数字创新的“过程”体现为流程数字化，数字创新的“结果”体现为产品智能化和

服务数字化。

首先，流程数字化能够促进产品智能化。流程数字化（process digitalization）是指企业使用

数字技术支持新的业务流程或补充现有活动和流程（傅颖等，2021）。一般而言，制造企业在实

施数字创新过程中，首要推进的是流程数字化，即引进数字平台，将各个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打

通，建立协同研发平台、智能制造平台等，实现原有产品研发、生产制造等业务流程的在线化、

可视化，以提升企业流程数字化水平。产品智能化（product intellectualization）是指企业将数字

技术与物理产品深度融合，开发出具备模块化、层次性等智能产品（Dong等，2022），具体做法

是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嵌入产品，这些智能产品可分为“物理部

件+智能部件+联接部件”三个层次（曹鑫等，2022）。Soluk（2022）通过对4家德国制造业领域家

族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发现数字流程创新是较早开始实施的，Soluk和Kammerlander（2021）也
对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15家制造业领域的家族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提出流程数字化为

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的首要步骤，在流程数字化之后进行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基于数字

创新扩散视角，流程数字化深入实施会让制造企业能够将外部数字技术的知识和经验有效引

进、扩散、吸收至企业内部，促进数字创新的惯例化和同化过程，推动数字创新“过程”的数字化

程度。而产品智能化体现了数字创新“结果”的智能化程度，正是由于流程数字化推进了企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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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软件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数字化的实践和经验，在此基础上企业能够更加快速、高

效地引进、吸收外部数字技术，加强组织学习和能力更新，将外部引进的数字技术深入扩散融

合至已有产品体系之中，甚至创造新的智能产品，从而实现产品智能化。因此，制造企业流程数

字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产品智能化实施。

其次，产品智能化对服务数字化有积极促进作用。服务数字化（service digitalization）是指

制造企业从提供标准产品向提供数字化服务和智能解决方案转变的行为。制造企业服务数字

化是必然趋势（张振刚等，2022），服务化与数字化融合是价值创造的重要途径（Chen等，

2021）。一方面，制造企业提供的数字化服务往往依附于智能互联产品，这类产品是数字技术与

传统物理产品深度融合和不断迭代的产物，产品智能化程度对数字服务的种类和价值有重要

积极影响（曹鑫等，2022）。例如，特斯拉、小鹏等企业所生产的智能汽车智能化程度越高，则硬

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系统越强，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高附加值的数字服务。另一方面，制

造企业还能为其他客户提供不必依附于某个智能产品的数字化服务，这种提供数字化解决方

案的商业模式让企业从传统的制造商向服务商转型，是制造企业服务数字化转型的更高阶段

（张振刚等，2022）。例如，美的集团孵化的子公司美云智数基于自身数字产品创新和数字化转

型经验构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够为产业链上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的服务。因

此，制造企业产品智能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推进服务数字化。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实施数字创新遵循“过程”到“结果”持续深入，即流程数字化能够促进产品智能

化，且产品智能化对服务数字化有积极促进作用。

（四）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

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制造企业数字创新是个系统性工程，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和服务数

字化均能对企业创新产出和盈利能力产生重要积极影响。

首先，流程数字化是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改造原有的研发、生产等业务流程（傅颖等，2021）。
一方面，数字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制造企业引进协同研发平台、知识管理平台等新的数字系统

并将其集成打通，能够将其先进知识、经验进行吸收、扩散，有效提升研发效率，增加创新产出

（易靖韬和曹若楠，2022）。另一方面，采用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平台、大数据分析技术等能有

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升运营效率，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促进作用（雷辉等，2021；
池仁勇等，2022 ）。

其次，产品智能化是企业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嵌入至物理

产品中开发模块化的智能互联产品（曹鑫等，2022）。首先，制造企业在数字创新扩散的惯例化、

同化基础上，将数字技术、软件系统等与物理产品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自身产品创新能力，对

于原有产品设计的改进，开发新的智能产品具有积极作用，且能基于技术和产品开发创造更多

相关专利，有助于创新绩效提升。其次，智能产品相对于传统产品而言意味着功能更多、市场更

广、价值更大，能够推动制造企业价值链迈向中高端。运用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等工具通过用

户画像挖掘、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对企业经营利润均有促进作用（韩宝国和朱平芳，2022）。
再次，服务数字化是企业通过数字技术改进现有服务，重塑传统的提供标准产品向提供数

字化服务和智能解决方案转变，具有数字化和服务化双重变革的概念（张振刚等，2022）。制造

企业不仅能通过数字创新扩散机制学习、吸收数字化技术、知识和经验，还能够通过互联互通

的信息系统获取、积累来自研发、生产等各业务环节的海量数据，以及用户、供应商、市场等外

部来源的大数据。一方面，这些数据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产品和服务的高速迭代，尤其构建和形

成数字创新能力（刘洋等，2021），显著提升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效率，降低新产品开发成本。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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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制造企业通过数据分析、软件系统等为用户提供数字化服务，以及为其他合作伙伴提供

数字化解决方案，是增值利润的重要途径。数字化服务是一种增量式转型的方式（Paschou等，

2020），能够让制造企业在提供设计、维修、售后等低价值服务基础上，有机会为客户提供个性

化解决方案、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远程监控、预测性维护等高价值的数字服务（张振刚等，

2022），有效提升财务绩效水平（Kohtamäki等，2020）。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a：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服务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H2b：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服务数字化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五）数字化投入持续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投入持续性（the persistence of digital investment）是指制造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对于

智能化设备、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字基础设施等数字化建设的资源投入和人力投入长期保

持稳定、持续的趋势。数字创新是个长期持续的动态过程，数字化投入一旦停止或缺乏持续性，

数字创新的竞争优势就难以保持（余芬和樊霞，2022）。因此，数字化投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

影响企业数字创新避免“数字悖论”，保证数字创新扩散机制发挥显著成效的关键情境因素。

持续稳定的数字化投入有利于制造企业在数字创新过程中长期的惯例形成、知识积累、经

验吸收、技术融合和创新迭代，为数字创新扩散创造良好的资源基础。这是因为资源和能力基

础是企业持续创新的核心因素（Tavassoli和Karlsson，2015）。相反，如果企业数字化投入缺乏持

续性，呈现断续、不规律、波动较大的趋势，对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惯例

化、同化、融合和迭代的数字创新扩散过程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是抑制，不利于流程数字化、产品

智能化和服务数字化水平等环节的价值创造。已有研究表明创新投入的跳跃性对于企业而言

是有风险的，跳跃幅度越大风险越大，导致企业失败的概率越高（Swift，2016）。首先，在数字流

程创新阶段，企业持续性的数字化投入能够保持较高的流程数字化水平，创新效率和产出有效

提升，降本提质增效得到保持。其次，在数字产品创新阶段，企业保持数字化投入的持续性和稳

定性程度越高，研发团队对数字技术的吸收程度以及推动与产品融合的程度更深，创造更多、

更新颖、更具竞争力的智能产品，获取更高价值。最后，在数字服务创新阶段，规律、稳定的数字

化投入能够加强大数据获取、分析和应用能力，数字技术与服务深度融合和高速迭代，助力制

造企业服务数字化水平向更高层次、更深程度推进，创造更多新形态、高价值的数字服务。因

此，综合提出如下假设：

H3a：企业数字化投入持续性越强，越能增强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服务数字化对创新

绩效的促进作用。

H3b：企业数字化投入持续性越强，越能增强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服务数字化对财务

绩效的促进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对企业发放调查问卷方式收集一手数据并开展实证研究。问卷调查范围主要在

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华南地区，问卷调查对象是引进数字技术、开展数字创新的制造业企

业。问卷填写者均为企业开展数字创新的管理人员和中高层领导者。问卷发放主要通过以下渠

道：第一，调查团队利用已承担的国家级、广东省、广州市等相关纵向研究项目以及与企业开展

的横向研究项目，在企业现场调研或参加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组织的企业家座谈会的时候，

通过访谈确定有开展数字创新的制造企业，并现场向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发送问卷并回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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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广东省工信厅的人才培育项目下开设的智能制造发展专题研修班、高端装备产业技术与

管理专题研修班等的课堂上，向进行数字创新的企业高层管理者学员进行问卷发放。第三，利

用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EMBA和MBA上课期间向学院发放问卷，以及其他校友会企业

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发放。为了降低一次性收集数据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采用两

个时点的方式收集纵向调查数据，第一次调查的时间为2022年5—6月，第二次调查的时间为

2022年9—11月。问卷回收后，剔除了两次调查无法匹配、反向题与正向题回答相同的问卷，本

研究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46份。具体有效样本基本特征如下表1。整体而言，样本企业覆盖了不

同规模、年龄、产业性质、产业属性和产业链位置的企业，表明本研究的样本具有较强的代

表性。
 
 

表 1    有效样本企业基本特征（N=446）
特 征 类 型 数 量 占 比 特 征 类 型 数 量 占 比

企业性质 国企 122 27.35% 产业属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 217 48.65%
民企 309 69.28% 传统产业 229 51.35%
其他 15 3.36% 产业链环节 产业链上中游 328 73.54%

企业规模 300人及以下 181 40.58% 产业链下游 118 26.46%
301～1 000人 172 38.57% 企业年龄 3～6年 57 12.78%
1 000人以上 93 20.85% 6～10年 139 31.17%

— — — — 10年以上 250 56.05%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问卷测量的题项设计主要来源于国内外已有相关成熟量表，并结合具体情境进行

适当修改而成，测量指标采用Likert7点打分法，范围从1“非常不符合”到7“非常符合”。为保证

量表的质量，本文对于英文量表开展翻译—回译程序，即首先邀请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两名管

理类研究生将量表由英文翻译成中文，而后再邀请两名英语类研究生将量表由中文翻译成英

文，检查翻译的准确与否，尽量避免问卷中产生歧义，更好地理解原英文量表题项的含义。此

外，还通过与企业高层管理者访谈对部分测量题项进行修改和完善，使得各题项表述符合制造

企业高层管理者理解方式和企业实际情况。具体而言，数字创新借鉴Del Giudice等（2021）、
Pesch等（2021）、Shen等（2022）和学者Wei等（2022）的研究，将数字创新分为流程数字化、产品

智能化、服务数字化三个维度的10个题项进行测量。数字化投入持续性借鉴王海花和杜梅

（2021）、余芬和樊霞（2022）的研究，采用每年是否纳入预算、投入金额和数字化项目的稳定程

度的3个题项进行测量。企业绩效采用余传鹏等（2020）、余菲菲等（2022）等学者的量表，将企业

绩效从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两个方面共9个题项进行测量。此外，根据先前权威文献余传鹏等

（2020），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产权性质、产业属性、产业链位置、所属行业、数字

化投入强度等变量。

（三）信度和效度检验

在检验变量间的关系之前，本文先检验数据的信度和效度，以确保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可

靠性。首先，本文评估了测量项目的因子载荷值。如表2所示，除了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各有一

个因子载荷分别为0.792和0.754，其余所有变量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8，表明本研究题项的因子

载体值符合要求。其次，本文信度检验主要采用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和组合信度系数

（CR）进行评价，效度检验主要采用平均方差萃取量（AVE）来衡量收敛效度。所有变量的

Cronbach α系数均大于0.8，且所有变量的CR值在0.8以上，表明本研究对变量的测量具有较好

的内部一致性。所有变量的AVE值均大于超过可接受水平（0.5），说明变量的收敛效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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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问卷测量题项与信度效度分析结果（N=446）
变量+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流程数字化（Cronbach α=0.867，AVE=0.621，CR=0.868）
我们将数字技术用于流程创新环节，以提升研发流程数字化程度 0.869
我们将数字技术用于流程创新环节，以提升生产流程数字化程度 0.844

我们将数字技术用于流程创新环节，以提升供应链流程数字化程度 0.850
我们将数字技术用于流程创新环节，以提升营销流程数字化程度 0.817

产品智能化（Cronbach α=0.808，AVE=0.585，CR=0.808）
我们将数字技术用于产品创新环节，以提升产品设计智能化水平 0.854

我们将数字技术用于产品创新环节，开发的产品嵌入了更多数字技术，提升产品智能化水平 0.865
我们将数字技术用于产品创新环节，开发出的智能产品更能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0.830

服务数字化（Cronbach α=0.815，AVE=0.598，CR=0.816）
我们将数字技术用于服务创新环节，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数字化服务，例如远程运维、

在线服务等 0.835

我们将数字技术用于服务创新环节，为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数字解决方案 0.879
我们将数字技术用于服务创新环节，建设数字化平台更好地为合作伙伴服务 0.851

数字化投入强度（Cronbach α=0.850，AVE=0.587，CR=0.851）
我们已经引进了一些新兴的数字技术，例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字孪生等技术 0.837
我们已经引进了一些新兴的智能化设备，例如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等设备 0.833
我们已经引进了一些新兴的数字平台和系统，例如大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平台、

智能制造平台等 0.839

我们已经引进了一些新兴的数字基础设施，例如云计算、物联网、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 0.814
数字化投入持续性（Cronbach α=0.853，AVE=0.661，CR=0.854）

我们每年都会进行数字化建设的规划，并将其纳入企业预算 0.877
我们每年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实际投入金额维持原有水平或保持稳定增长 0.864
我们每年开展数字化建设的实际项目数量维持原有水平或保持稳定增长 0.896

创新绩效（Cronbach α=0.847，AVE=0.585，CR=0.849）
与同行相比，我们最近一年来在专利数量增长方面的表现更好 0.831

与同行相比，我们最近一年来在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增长方面的表现更好 0.846
与同行相比，我们最近一年来在改良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增长方面的表现更好 0.847

与同行相比，我们最近一年来在新产品销售比例方面的表现更好 0.792
财务绩效（Cronbach α=0.865，AVE=0.563，CR=0.865）

与同行相比，我们最近一年来在主营业务销售额增长方面的表现更好 0.811
与同行相比，我们最近一年来在现金流增长方面的表现更好 0.817
与同行相比，我们最近一年来在利润增长方面的表现更好 0.826

与同行相比，我们最近一年来在市场份额增长方面的表现更好 0.820
与同行相比，我们最近一年来在顾客满意度增长方面的表现更好 0.754

 

（四）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由于自报问卷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CMV）问题，本文采用研究程序设计和统计后检验

两种方法来控制和识别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Podsakoff等，2003）。对于研究程序的设计，首

先，问卷隐藏了研究目的的介绍和变量的含义，以尽量减少社会期望偏差。其次，所有测量项目

在问卷中随机分配，以控制由问题上下文提示的检索线索，部分设置了反向题，以检查受访者

是否认真回答。此外，本文承诺保护受访者的匿名性，并告诉他们填写的答案没有对错之分，以

减少填答者对调查的担忧，尽可能诚实地回答问题。随后，使用了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法对问

卷数据做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个因素能解释17.881 %的方差，总解释方差为72.366 %，说

明共同方法方差的影响不足以影响结果。因此，鉴于上述程序的控制设计和统计后检验，本研

究未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显著影响，这为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描述性

统计和相关系数均符合要求，限于篇幅未列出（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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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实证分析

（一）数字创新的内在机制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PLS-SEM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数字创新实施的过程机制，采用拔靴法

（Boostraping，N=5 000）估计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结果如下图2所示，流程数字化与产品智能

化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β=0.941，标准误SE=0.052，P=0.000<0.001）。产品智能化与服

务数字化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β=0.643，标准误SE=0.203，P=0.003<0.01）。而流程数

字化与服务数字化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β=0 . 279，标准误S E=0 . 188，
P=0.192>0.05），这表明流程数字化对服务数字化的积极影响的直接关系不显著，仍然需要实

体的智能互联产品作为载体，样本企业缺少能够提供不需要依附于实体产品的数字化解决方

案服务，这些企业往往是美的、格力等行业龙头企业，这是服务数字化的更高级阶段。因此，结

果表明流程数字化能够促进产品智能化，且产品智能化对服务数字化有积极促进作用，假设

1获得实证数据支持。从模型解释力来看，产品智能化的模型拟合度R2为0.886，服务数字化的

模型拟合度R2为0.829，如果按照0.190、0.333、0.670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低、中、高的模型解释力

的标准，本研究的模型解释力较高。此外，该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拟合指数：卡方自由度比

χ2/df=1.683<2，GFI=0.976>0.9，RMSEA=0.039<0.1，CFI=0.992>0.9，TLI=0.988>0.9。
  

流程数字化 服务数字化

产品智能化
0.941***

0.279

0.643**

 
注： ***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图 2    数字创新内在机制检验分析
 

（二）数字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主效应检验

在检验数字创新实施过程机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数字创新三个环节（流程数字

化、产品智能化、服务数字化）对企业绩效（创新绩效、财务绩效）的主效应，并以方差膨胀因子

（VIF）来检查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VIF值在1.024～3.644之间，回归模型不存在

多重共线性。

表3是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影响下，由模型（1）和模

型（2）可知，流程数字化与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β=0.394，p<0.001），产品智能化与创新绩

效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42，p<0.01），服务数字化与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0.053，
p>0.05），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制造企业服务数字化是无形的，更多为商业模式创新，往往更关

注增值，为企业创造更高利润，而创新绩效更关注专利等知识产权产出，故而服务数字化水平

提升可能无法为制造企业带来更多创新绩效。由模型（3）和模型（4）可知，流程数字化与财务绩

效的回归系数显著（β=0.240，p<0.001），产品智能化与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12，
p<0.05），服务数字化与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07，p<0.05）。因此，上述结果表明假设

H2a部分获得实证数据支持，即流程数字化和产品智能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水平，假

设H2b获得实证数据支持，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和服务数字化均能显著促进企业财务绩效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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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回归结果

创新绩效模型（1） 创新绩效模型（2） 财务绩效模型（3） 财务绩效模型（4）
流程数字化 0.394*** （7.221） 0.240*** （4.322）
产品智能化 0.142** （2.806） 0.112* （2.182）
服务数字化 0.053 （1.078） 0.107* （2.145）

数字化投入强度 0.173*** （3.875） 0.000 （0.004） 0.143*** （3.350） 0.015 （0.364）
数字化投入持续性 0.469*** （10.115） 0.213*** （4.530） 0.450*** （10.154） 0.244*** （5.110）

常数 1.096**（3.139） 0.594 （1.937） 1.964*** （5.884） 1.575*** （5.050）

样本量 446 446 446 446
R2 0.489 0.617 0.447 0.531

调整R2 0.480 0.608 0.437 0.519
F 值 F=52.369*** F=63.670*** F=44.113*** F=44.665***

　　注：* 表示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括号里面为t 值。所有模型已控制企业年龄、企业
规模、产权性质、产权属性、所处行业和产业链环节以下同此
 

（三）数字化投入持续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4和表5是数字化投入持续性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在进行回归检验前，对相关交互项进

行了标准化处理。
 
 

表 4    数字化投入持续性调节数字创新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回归模型

创新绩效
模型（5）

创新绩效
模型（6）

创新绩效
模型（7）

创新绩效
模型（8）

创新绩效
模型（9）

创新绩效
模型（10）

流程数字化×数字化投入持续性 0.036
（1.848）

产品智能化×数字化投入持续性
0.079***

（4.053）

服务数字化×数字化投入持续性
0.050**

（2.679）

数字化投入持续性 0.000
（0.004）

0.015
（0.359）

0.000
（0.004）

0.018
（0.438）

0.000
（0.004）

0.014
（0.344）

数字化投入强度
0.213***

（4.530）
0.223***

（4.731）
0.213***

（4.530）
0.228***

（4.920）
0.213***

（4.530）
0.226***

（4.816）

流程数字化
0.394***

（7.221）
0.412***

（7.453）
0.394***

（7.221）
0.394***

（7.331）
0.394***

（7.221）
0.389***

（7.168）

产品智能化
0.142**

（2.806）
0.133**

（2.635）
0.142**

（2.806）
0.161**

（3.216）
0.142**

（2.806）
0.137**

（2.722）

服务数字化 0.053
（1.078）

0.059
（1.194）

0.053
（1.078）

0.081
（1.656）

0.053
（1.078）

0.095
（1.850）

常数
2.540***

（6.276）
2.438***

（5.985）
1.304**

（3.067）
0.954*

（2.236）
0.870*

（2.071）
0.741

（1.764）

样本量 446 446 446 446 446 446
R2 0.617 0.620 0.617 0.631 0.617 0.624

调整R2 0.608 0.610 0.608 0.621 0.608 0.613
F 值 F=63.670*** F=58.974*** F=63.670*** F=61.808*** F=63.670*** F=59.793***

 

当因变量是创新绩效时，如表4所示。由模型（5）和模型（6）可知数字化投入持续性与流程

数字化的交互项与创新绩效回归系数不显著（β=0.036，p>0.05），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流程数字

化水平提升对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可能更多取决于是否数字化投入，即投入的绝对值多少，而

非投入的持续性的影响，例如企业是否引进数字协同研发平台等系统对于二者关系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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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续围绕这些信息系统的持续投入并不会根本性影响二者关系。由模型（7）和模型（8）可知

数字化投入持续性与产品智能化的交互项与创新绩效回归系数显著（β=0.079，p<0.001）。由模

型（9）和模型（10）可知数字化投入持续性与服务数字化的交互项与创新绩效回归系数显著

（β=0.050，p<0.01）。因此，假设H3a部分得到数据支持，数字化投入持续性越强，越能增强产品

智能化、服务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表 5    数字化投入持续性调节数字创新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回归模型

财务绩效
模型（11）

财务绩效
模型（12）

财务绩效
模型（13）

财务绩效
模型（14）

财务绩效
模型（15）

财务绩效
模型（16）

流程数字化×数字化投入持续性
0.055**

（2.790）

产品智能化×数字化投入持续性
0.058**

（2.874）

服务数字化×数字化投入持续性
0.068***

（3.599）

数字化投入持续性 0.015
（0.364）

0.038
（0.897）

0.015
（0.364）

0.028
（0.673）

0.015
（0.364）

0.034
（0.824）

数字化投入强度
0.244***

（5.110）
0.260***

（5.446）
0.244***

（5.110）
0.255***

（5.367）
0.244***

（5.110）
0.262***

（5.526）

流程数字化
0.240***

（4.322）
0.268***

（4.777）
0.240***

（4.322）
0.240***

（4.346）
0.240***

（4.322）
0.233***

（4.245）

产品智能化
0.112*

（2.182）
0.099

（1.937）
0.112*

（2.182）
0.126*

（2.455）
0.112*

（2.182）
0.105*

（2.073）

服务数字化
0.107*

（2.145）
0.116*

（2.331）
0.107*

（2.145）
0.127*

（2.545）
0.107*

（2.145）
0.164**

（3.166）

常数
2.837***

（6.891）
2.681***

（6.503）
2.213***

（5.118）
1.959***

（4.472）
2.210***

（5.172）
2.034***

（4.794）

样本量 446 446 446 446 446 446
R2 0.531 0.539 0.531 0.540 0.531 0.545

调整R2 0.519 0.526 0.519 0.527 0.519 0.532
F 值 F=44.665*** F=42.231*** F=44.665*** F=42.316*** F=44.665*** F=43.150***

 

当因变量是财务绩效时，如表5所示。由模型（11）和模型（12）可知数字化投入持续性与流

程数字化的交互项与财务绩效回归系数显著（β=0.055，p<0.01）。由模型（13）和模型（14）可知

数字化投入持续性与产品智能化的交互项与财务绩效回归系数显著（β=0.058，p<0.01）。由模

型（15）和模型（16）可知数字化投入持续性与服务数字化的交互项与财务绩效回归系数显著

（β=0.068，p<0.001）。因此H3b得到实证数据支持，即企业数字化投入持续性越强，越能增强流

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服务数字化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尹苗苗和李纪莹（2023）的做法，分别采用随机样本抽取和

增加控制变量的方式，再次对前文的研究假设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考虑不同样本量会对

研究结论造成一定影响，将两次随机抽取样本检验数字创新过程机制的结论稳健性，分别是随

机抽取80%的子样本和50%的子样本，如表6所示，回归系数大小有所变动，但回归系数的符号

和显著性水平与原始结果基本一致。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实施过程还受到自身数

字化能力基础的影响（Wu等，2022），因此将数字化能力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进一步检

验，稳健性结果如表6所示，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由此表明本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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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路径 原始结果 80%子样本 50%子样本 增加控制变量
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 0.941*** 0.903*** 0.896*** 0.912***

产品智能化→服务数字化 0.643*** 0.662*** 0.636*** 0.619***

流程数字化→创新绩效 0.394*** 0.423*** 0.401*** 0.386***

产品智能化→创新绩效 0.142** 0.153** 0.136*** 0.102**

服务数字化→创新绩效 0.053 0.036 0.040 0.039
流程数字化→财务绩效 0.240*** 0.233*** 0.236*** 0.226***

产品智能化→财务绩效 0.112* 0.128* 0.107* 0.093*

服务数字化→财务绩效 0.107* 0.118* 0.096* 0.091*

流程数字化×数字化投入持续性→创新绩效 0.036 0.029 0.017 0.019
产品智能化×数字化投入持续性→创新绩效 0.079*** 0.073*** 0.082*** 0.063**

服务数字化×数字化投入持续性→创新绩效 0.050** 0.046** 0.048** 0.044**

流程数字化×数字化投入持续性→财务绩效 0.055** 0.049** 0.053** 0.046*

产品智能化×数字化投入持续性→财务绩效 0.058** 0.048** 0.052** 0.039**

服务数字化×数字化投入持续性→财务绩效 0.068*** 0.066*** 0.060*** 0.057***
 

 五、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数字创新已成为制造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新范式、新潮流。本文基于创新扩散理论视角，

深入探讨制造企业数字创新战略实施的内在过程机制以及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应聚焦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和服务数字化三个关键环节，并

且流程数字化能够促进产品智能化，产品智能化对服务数字化有积极促进作用。本文认为数字

创新过程应遵循数字技术创新扩散的机制（何琦等, 2022），其中，数字创新的“过程”体现为流

程数字化，数字创新的“结果”则体现为产品智能化和服务数字化，制造企业实施数字创新应从

“过程”到“结果”的持续深入推进。

其次，数字创新能发挥价值创造作用，为企业带来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双重提升效果。

其中，流程数字化和产品智能化有利于企业提升创新绩效水平，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和服

务数字化均有利于企业财务绩效提升。已有关于数字创新促进企业绩效的研究结果较为笼统，

而本文区分了代表创新能力的创新绩效和代表盈利能力的财务绩效的具体影响，让数字创新

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和全面（傅颖等, 2021; 易靖韬和曹若楠, 2022）。
再次，数字化投入的持续性是保障数字创新成功实施、创新扩散效应发挥成效的关键情境

因素（余芬和樊霞, 2022），对于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二者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其中数

字化投入持续性既能够强化产品智能化、服务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也能强化流程数

字化、产品智能化、服务数字化对财务绩效的积极促进作用。

（二）理论贡献

第一，不同于既有文献较少从过程视角探讨数字创新，本文提出了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内在

的过程机制。在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创新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刘洋等，2020），本文进一步提出制

造企业应从流程、产品和服务三个关键环节实施数字创新，并遵循数字创新“过程”到“结果”的
持续深入，构建了“流程数字化—产品智能化—服务数字化”的过程机制，响应了已有学者关于

“揭示数字创新过程路径，确定关键环节”的研究呼吁（Ramdani等，2022），深化了关于制造企业

服务数字化价值创造机理研究（张振刚等，2022），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中国制造企业的经验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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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同于以往研究更多关注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的笼统关系，本文从流程、产品和服

务等具体维度进一步细化研究。本文在厘清数字创新内在机制基础上，探讨流程数字化、产品

智能化、服务数字化三个数字创新实施的关键环节与企业的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一

步明确数字创新实现价值创造机理，更为具体地探讨了制造企业实施数字创新对创新能力和

盈利能力的影响，以推进已有研究只关注数字创新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单一维度（Hanelt等，

2021），丰富了二者关系的机制研究。

第三，本文将创新扩散理论拓展应用至数字创新实施情境，创新性构建“采纳、惯例化、同

化、融合、迭代”的数字创新扩散机制。以往创新扩散理论更多应用于创新采纳、技术接受模型

等情境，且更多聚焦于技术的惯例化、同化机制，随着传统制造企业广泛应用“云物大智”等新

兴数字技术开展创新活动，数字创新既有传统创新扩散的采纳、惯例化、同化的机制，更有学者

提出的数字技术“融合”机制（Sick等，2019）和“迭代”机制（Malhotra和Majchrzak，2022），而“融
合”与“迭代”的数字技术扩散机制在传统创新扩散理论文献中较少关注，且已有文献多为重点

讨论单一视角的数字创新扩散机制（何琦等，2022）。本文则在传统创新扩散理论基础上进行整

合，将数字技术扩散的“融合”与“迭代”的新机制整合性纳入到本文的理论框架中来，进一步丰

富了数字创新扩散理论视角。

（三）管理启示

本研究对于制造企业具有以下实践启示。第一，制造企业应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引进，将资

金和人力等资源重点投入至流程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环节，循序渐进持续推动流程数字

化、产品智能化和服务数字化进程，强化企业对数字技术的惯例化、同化、技术融合和迭代创

新。第二，制造企业可通过数字创新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实现价值创造和高质量发

展。要避免“数字悖论”，应保持稳定持续的数字化投入，确保数字创新取得预期成效。不能“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既要保持投入强度，也要保持投入的持续性。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通过问卷测量有其局限性，一方面是样本量的局限，另一

方面是测量的截面数据的局限。未来可尝试采取财务数据、文本数据、专利数据等多来源的客

观数据衡量企业数字创新的投入与产出，进一步丰富实证研究。第二，对于数字创新的内涵、特

征的研究可采取更多视角进行探讨。例如从双元创新视角探索利用式数字创新、探索式数字创

新，内向式数字创新、外向式数字创新，进一步丰富数字创新的内涵和测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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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Mechanism of Digital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Its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Zhang Zhengang1,2,  Hu Antao1,2,  Ye Baosheng1,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2. Guangzhou Institute of Digital Innov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Summary: Based on the digital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446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s the sample,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digital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its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types.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digital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hould focus on three key
links: process digitalization, product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service digitalization. Process digitalization
can promote product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product intellectualization has a promotion effect on service
digitalization. Second, process digitalization and product intellectualiz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process digitalization, product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service digitaliza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ird, the persistence of digital investment can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product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service digitalization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also enhanc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process digitalization, product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service digitalization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at: Firs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focus their key resources on process innovation, product innovation, and service
innovation. Secon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hould maintain stable and sustained digital investment to
avoid the “digital paradox”, and maintain the intensity and rhythm of digital investment to ensure the
expected results of digital innovation.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at: First, unlike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rarely focuses on digital innovation from a process perspective, it proposes the
process mechanism of “process digitalization, product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service digitalization” of
digital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responding to scholars’ call for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digital innovation process mechanism. Second, it further ref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from specific dimensions such as process, product, and service,
clarifying the value cre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innovation. Third, it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digital
innovation diffusion mechanism of “adoption, routinization, assimilation, convergence, and iteration”,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the digital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Key words:  digital innovation;  process mechanism;  corporate performance;  persistence of
digital investment;  digital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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